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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后名城时代”
——历史城区的建构性探索

Towards the ‘Post-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Era’: Exploring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 Urban Areas

何依 He Yi

摘要：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进

程中，带着保护与开发的重重矛盾，驶入了城市建设的快

车道。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实施 35 周年之际，当我们

再一次面对历史城区时，此城已非彼城。经过大规模旧城

改造之后，面对现代城市背景下的历史碎片，保护的目的

与意义、内容与方法都将面临重新思考。文章提出的“后

名城时代”，是针对历史城区普遍零散化和模糊化问题，

基于整体性和真实性的概念，分析作为一座“城”的存在

方式和保护价值，探讨“替换要素”对历史城区整体形态

的控制作用，并反思长期以来以“本体保护”和“重点保

护”为主导的保护方法。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以宁波

历史文化名城为例，探索了历史城区在现代城市环境中的

建构问题，从中心到边缘，从节点到线路，从封闭到开放，

通过建构将分散在城中的历史信息进行整体关联，使历史

文脉以一座“城”的方式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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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ast process of industrialisation and 
urbanisation, the Fam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ies in 
China are involved in a process of rapid urban construction, 
which bears the conflict between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n the occasion of the 35th anniversar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Fam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conservation system in China, we find that the cities we are 
now encountering are no longer the same ones they used to be. 
Large-scale old city redevelopment has left pieces of historic 
fragments against the fast-growing modern cities, calling for a 
rethinking of the meaning, aim, content, and method of urban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this context,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term ‘Post-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Era’, addressing the 
problems caused by the increasingly scattered and blurred 
Historic Urban Areas. Based on the concepts of integrated 
conservation and authenticity, 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city’s 
mode of existence and its conservation values. It then goes on 
with a study of the role that ‘substitutional elements’ play on the 
control of the integral form of Historic Urban Areas, reflecting 
on the long-standing conservation methods featured as ‘object 
conservation’ and ‘major architecture conservation’. Based on 
a theoretical reflection, the paper further takes Ningbo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a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its Historic 
Urban Area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urban settings. 
The historical information scattered in the city is correlated 

and reorganised as an entity from the centre to the periphery, 
from nodes to tracks, and from enclosed space to open space, 
making the city live on as a part of the historical context.
Key words: Fam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Historic 
Urban Area; integrated conservation;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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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作为中国政府对历史城市

保护管理的措施，始于 1982 年国务院公布 24 座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这个保护制度建立的一个重要的目的

就是“守城”。在经济建设百废待兴之际，借鉴国际

上划定保护区的方法，试图从“城”的意义上，通过

制度建设来保护古代城市空间的完整性，保护一批“保

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纪念意义

的城市”[1]。但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拉开

了旧城改造的序幕。在强劲的开发建设中，古城几乎

“全线失守”。经历了大规模的“破城”运动后，历

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历史城区大都零散化，仅

存一些大小不一的历史碎片作为城市记忆，取而代之

的是历史街区保护。这是否意味着“弃城”？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迫切需要探索传

统与现代并行、保护与发展并重的整体性保护方法。

1 “后名城时代”的提出

1.1 社会文化背景

讨论城市发展问题需要与“时间区间”相关联，

时间周期的缩短，必然导致空间发展过程的压缩。

后名城时代的提出，既有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背景，

又是基于中国城市建设的特定现象，用戴维 · 哈维

（David Harvey）的“时空压缩”理论进行解释就是：



理论与历史 25HERITAGE ARCHITECTURE建筑遗产 2017/3

空间的崩溃和分裂，时间变为碎片和转瞬即逝的短暂

性，使各种文化形式产生了真正的“表达的危机”[2]。

时空概念随着人们对社会生产生活的体验和反思

发生着变化，与此同时，时空观也正在成为一种具有

构成性的力量。中世纪的欧洲，时空作为人类存在和

活动的背景，是与生俱来的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时空图景的形成则依赖于传统、习惯和宗教

信仰，人们从未怀疑它是可变的。在这个意义上的时

间是直线的、均质的、绝对存在的。对于城市的认识，

中世纪的地图更像一幅风景画，画中神凌驾一切至高

无上，城墙内的城市是一个封闭城市，步行化的城市

是一个有限城市，自然条件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起决定

作用（图 1）。启蒙运动改变了这一时空观，打破了

时间的恒定性，时间和空间是一个可以被认识的整体，

人成为时空的主人，时空从人类活动背景变为人类征

服的对象，数学原理使时空规划成为可能。而时空图

景的形成则来自规划，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转移来吸收

过度积累：“时间上的转移必须把资源从满足当前的

需要转移到探索未来的用途，或者加速时间周转以便

加速本年度对上年度过量能力的吸收。空间上的转移

必须吸收地理上扩展的过量资本和劳动力。”[3] 时间

和空间在规划中被赋予了特定的功能和意义，在建构

社会体系运行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图 2）。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

了急遽而深刻的转型期，这种社会转型具有强烈的“时

空压缩”性：过于漫长的农业化社会，在开始真正意

义的工业化之时就面临着信息时代的冲击，要在几十

年内演进成工业化、城市化高度发达的社会，实现多

维进程的同步转型，在追求更高、更快效率的目标导

向下，时间与空间就如一块海绵，不断地被压缩，这

就使中国的城市问题变得特殊而复杂。

1.2 历史城区嬗变

城市是缓慢生成的，过程产生秩序，发展形成阶

段。作为旧时代的产物，历史城区在漫长的时间中，

在有限的空间内，各种功能和要素之间达到了内在的

协调与外表的统一，并在发展中保持着连续性，形成

了一个自我完善的有机体。其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

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时间过程中所形成的整体、和

谐、有序和有趣，正如雅各布斯倡导的，是在“追求

连续的、逐渐的、复杂的和精致的变化”[4]中所达成的。

在过去 35 年，中国城市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下

的单位住房建设，强势政府作用下的街廓改造，市场

经济导向下的房地产开发，使原有的城市空间结构无

法在短期内承受“日新月异”之巨变，惯常的演变模

式与自我调节机制遭到破坏，导致历史城区的分裂失

衡①。随着大马路、大街区、大楼盘的不断出现，图

① 以宁波市海曙区为例，1979—1983 年拆院建楼，建设了曙光新村、

高塘一村、高塘二村、徐戎新村等住宅小区，单位自建房屋面积达

57.9 万ｍ 2，15 000 余户居民迁入新居；20 世纪 90 年代，在从温

饱奔小康的过程中，旧城改造进一步驶入“快车道”，市政府提出

了“打通三横四纵十卡口”的城市道路建设总体目标，对中山路、

药行街、百丈路、人民路、解放路，开明街等主要街道进行拓宽改造，

中山路被打造成 “浙东第一街”；2006 年，在“中提升”（中心城

区发展水平的提升）战略下，城市发展重心再次定位于历史城区，

郁家巷、南塘河、莲桥街、月湖西区被相继改造为高端消费场所。

图1

中 世 纪 意 大 利 画 家 塔 迪

奥 · 迪 巴 洛（Taddeo di 

Bartolo，1363—1422） 的

作品《圣吉米尼亚诺城（St. 

Gimignano）》，表现了神

权下的时空图景（图片来

源：何依摄于圣吉米尼亚诺

波代斯塔宫美术馆）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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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关系反转，历史环境零散化、历史格局模糊化成为

我国现阶段城市遗产环境的普遍现象。历史城区被压

缩了：

一方面，是空间的碎片化。历史街区取代了历史

城区，片断保护取代了整体保护，历史被挤压在现代

城市的缝隙间，传统漂浮在商业社会的逐利中，城市

文脉被浓缩为一段风情街、一幢老房子、一碗热干面。

无奈历史文化名城申报时要求不少于 2 处以上的历史

文化街区，这是否意味着弃城保街，是否最终将回到

文物保护单位的原点。

另一方面，是时间的扁平化。现代建筑大面积替

换了传统建筑，单一秩序替换了复杂结构。面对长时

段形成的历史肌理，短时段的现代城市简陋不堪。日

常生活场所被省略了，丰富的街巷网络被集体校正。

大尺度广场、高层建筑、封闭社区挑战着时间和空间

的意义。与此同时，历史街区在长期“冻结式”的保

护中积重难返，“重现一个百年老街”成为一次性保

护与修缮的共同目标，由于没有时间厚度，重建后的

历史街区只是“平面化”的历史场景，文丘里笔下的

拉斯维加斯，后现代主义的“假面舞会”。

1.3 保护价值认定  

今天的历史文化名城，已非 1982 年的历史文化

名城。一个支离破粹的历史城区，是否还有整体保护

的价值？我们首先要正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历史

城区价值观的重新建构，在非本体、非重点中重新认

识历史城区的整体保护价值。

一是整体性的研判。

“整体”作为一个哲学术语，与“部分”相对，

指一个由内在关系组成的体系及发展的全过程，不等

同于“完整”或“全部”。建筑遗产保护的认识过程，

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化的过程，从保护纪念物到保护纪

念物本体及其所依存的周边环境，从保护历史建筑扩

展到保护历史城市。由于“完整”是最直观的整体，

故在名城制度建设过程中，整体多被理解为古城的全

部。正是由于这一概念的混淆，面对零散化的历史环

境，造成历史城区整体保护的价值误判：要么在保与

不保的矛盾中让位于经济建设，主动放弃整体保护；

要么以试图回到过去的方式大规模重建明清古城。

面对当代城市建设对历史环境完整性的破坏，判

断一座城市的历史城区是否存在，不完全取决于历史

要素的规模与数量，还关系到历史格局，包括历史中

心、轴线、边界、标志物等格局要素的存在及相互关

系。整体保护的意义也不在于“全部保护”，而是通

过关联保护，来建构一座城市的历史格局和空间逻辑。

对此，张兵教授在强调“整体保护”问题时提出：“不

能局限在对形态的整体保存上，而是要采取整体观念

来保存内在的价值完整性和系统性，把多元的、相互

关联的历史文化要素，用系统方法加以保护，体现其

历史的脉络和层积的过程。”[5] 我国许多城市的历史

街区，虽然有一定的空间规模和遗存数量，但由于不

存在完整的历史格局，因此不具备历史意义上的“城”

的概念，仅仅是作为历史环境的局部存在。而一些城

市的旧城区，并没有大面积的历史街区，却有明确的

历史轴线和街巷网络，没有城墙，却有清晰可辨的城

界，并且老城中心依旧是城市空间定位的重要依据，

因此，作为“历史城区”仍然具有整体保护价值。

二是原真性的研判。

这是一个在遗产保护领域争议不断的概念，其中

最关键的核心问题指向时间维度，即历史原型的初始

状态和历史原型的当下状态。历史城区的原真性是一

个复杂交错的现象，在城市上建设城市的过程中，进

行着“如此类推，新旧交替”，其中的“历史”不仅

是初始状态的实体要素，也包括替换要素，历史的“在

场性”使替换要素成为原型在时间维度中的另一种存

图 2c

规划中的时空图景：田园城

市、光辉城市、卫星城市

2a. 田园城市（图片来源：埃

比尼泽 · 霍华德《明日的田

园城市》，金经元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1 年版，第

13 页）

2b. 光辉城市（图片来源：

1922 年巴黎秋季沙龙展览

会 展 出 的 柯 布 西 耶 的 300

万人口现代城市城区构思

草图）

2c. 卫星城市（图片来源：

塔 夫 里《 现 代 建 筑》， 北

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4 页）

图 2

图 2a 图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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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式。其实在《威尼斯宪章》中，就对替换要素的

价值进行过阐述：“当一座建筑物含有不同时期的重

叠作品时，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揭示底层。”[6] 因此，

片面“揭示底层”的真实性保护将导致历史过程真实

性的丧失，如某历史文化名城在修复衙署历史地段时

拆除了周边的大片民居，理由是唐代这里就是一片空

旷地。

历史城区的更新大多是因为历史功能的退出，但

历史要素的更替却有着一定的规律：城墙最终会回填

护城河并被改造成宽阔的环城街道；以衙署为中心的

各类吏治部门，无论其中的建筑物更替多么频繁，但

终维持着与初始功能的相关性；街道网络是沿着河道

生长出来的，随着汽车在城市中的强势发展，水运逐

渐衰落进而消亡，今天的街道便是填河拓宽“加粗”

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历史要素的生成次序先

于替换要素，构成了城市空间的“隐性层面”，对于

今天城市空间的控制作用仍然是结构性的，因此，这

种以维持物质形态为前提进行的建设性活动，实体要

素虽然被替换，但是对整体形态而言，仍然有着初始

文本的意义。[7]

1.4 保护方式转换

由于发展模式及保护意识所致，我国历史城市与

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古城有着显著差别。尤其是经历了

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后，很少有结构完整、空间均质的

历史城区，城市历史环境主要由一些散落在现代城市

空间中的历史建筑、历史街区、历史景观等碎片组成。

今天，迫切地需要重新探索整体保护方法，从保护“城

市遗产”走向保护“遗产城市”。

首先，是从“重点保护”到“结构关联”。

我国的城市遗产保护制度主要建立在历史城区和

历史文化街区（地段）的二级体系内。保护规划的核

心内容则是借鉴了“文物四界”的形式，即建立由核

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区及环境协调区组成的“圈层式”

空间结构，在各种“紫线”严格控制下采用“强制性”

条例进行各种限定，这已成为我国现阶段城市遗产保

护的基本方法。然而，历史城区与文物保护单位在形

式和内涵上都有着本质的不同，这种建立在“重点”

基础上的保护，忽略了城市空间中那些没有名份的“非

重点”，造成历史空间线索中断，历史要素之间由于

缺乏内在的关联性，使城市文脉无法通过物质形态被

阅读和理解。

“历史城区”是一个要素关联的结构性存在。在

《考工记》礼制制度影响下，大多数古代城市都具有

一种稳定的空间关系：官署居中，正对官署直通南门

的“天街”作为制度轴，规范着“左祖右社”或“左

文右武”的礼制方位，衙署前一条贯通东西的横轴，

连接着东、西两座城门，城市中一些重要的公共建筑

多分布于轴线附近。这种由此及彼的关联性，构成了

中国古代城市的空间秩序。尽管当今历史城区被大范

围重建，但历史的在场性，使得城市演化“万变不离

其宗”，正如槙文彦等在《城市哲学》一文中所言：“城

市与单体建筑不同，它的构图形态更富于传统性和习

惯性，很少出现深层结构自身的频繁变化和突然变异。

也就是说，在很多情况下，无论其表层变化多么强烈，

但其深层结构却顽强抵抗着。”[8] 因此，历史城区保

护迫切需要跳出个体和局部保护的思维，研究其内在

的整体逻辑，建立结构关联的保护方法。

其次，从“本体保护”到“形态控制”。

搜索一下我国相关城市的城市地图，可以发现一

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即尽管经历了 30 多年的城市快

速扩张和大规模旧城改造，但在地图的二维空间中，

历史城区仍然清晰可辨：虽然没有城墙，但环城马路

延续了城廓；尽管子城范围多次重建，但历史的中心

位置依旧；在历史轴街的控制下，城门、城关、城厢

仍有迹可循。因此，我们能够明确找到城墙时代的空

间位置、范围及形状，无论日后城市如何发展，城墙

时代在“容器”中“自成一体”的形态，都将成为

历史城区的可识别性，城市记忆的源头（图 3）。正

如罗西说过的：“城市结构最深层次的连续性，证实

了历史为城市建筑体结构的思想。从这种连续性中，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城市变化中的某些共同的根本特

征。”[9] 因此，超越物质本体，从本体保护走向形态

控制，建立历史空间“系统”或“单元”概念，在维

持历史空间结构基础上，实施有限范围的界定更新，

是保护历史形态的重要途径。

2 宁波历史城区的系统建构

相对保护而言，建构（tectonic）更具有主动性。

一方面，建构是在已有的文本上，建筑起一个分析和

阅读的系统，使人们可以运用脉络解析，去拆解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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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背后的形态和意义；另一方面，建构既不是无中

生有的虚构，亦不是阅读文本的唯一定案，而是一种

从文本间找到的系统。宁波历史城区的建构，就是在

深入分析历史文本的基础上，着眼于在现代城市中重

建历史解说系统。

2.1 分析历史文本

宁波府城古称明州，唐长庆元年（821）明州刺

史韩察筑子城，唐景福元年（892）黄晟筑罗城。这

个罗城在原址上延续了千年，历为唐明州州治、宋庆

元府治、元庆元路治和明清宁波府治所在地，是宁波

历史城区的主体部分（以下称宁波府城）。

宁波府城经历唐城格局奠基、宋元港市外拓、

明清街巷完善三个阶段，最终定格于民国初期，形成

了城河环绕、子城居中、丁字轴街、水陆并行、钟鼓

相闻、日月两湖、北尊南卑、东市西居的独特格局。

其内在的动力机制分别来自区域自然环境、城市建设

体系、地方经济发展：府城制度安排了城市空间结构，

自然基质赋予了城市发达的水环境，东南港埠推动了

城市经济发展。纵观宁波府城的演化，城市空间具有

明显的“双构性”，府城建制与江南水乡互为因果，

政治格局和商业社会和谐发展（图 4）。

民国之后，宁波府城的建设活动由建构转向改造：

港口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和支撑条件不断迁移，

呈现出从江河向大海的时空轨迹。如今“港通天下”

在宁波府城更多的是一种人文精神。

江南水乡逐渐从体层面转化为底层面，从整体转

化为碎片，仅存一个月湖留在城中。如今“江南水乡”

作为街巷地名成为一种城市记忆。

以鼓楼为中心，以环城路为边界，以镇明路与

中山路为轴线的“府城建制”，是历史城区最久远、

最稳定、整体性的空间要素，是宁波历史文化名城重

要的识别特征。[10]

 2.2 重构阅读系统

面对被现代城市肢解成碎片的古城，《宁波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重点提出了七片历史文化街区

的保护规划措施，由于历史文化街区分布较散，规

模不大，很难支撑起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空间风貌

体系。①这也反映了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普遍存

在着以街“区”为导向的保护模式，使许多古“城”

了无踪迹，消失在现代化的建设中（图 5）。因此，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除了严格控制外，还应该有建

设性措施，着眼于历史城区的关联整合与形态重构，

进一步凸显历史城区空间格局，实现历史信息的集

成化，增加历史文化名城的可读性。

2.2.1 结构强化：从中心到边界

围绕着子城和罗城，结构强化包括中心和边界两

① 宁波历史城区（海曙片区）总面积 5.2 km2，有七片历史街区和一

个历史地段，面积共 1.455 km2，占历史城区面积的 27.9%。其中

历史街区核心区的面积为 0.6 km2，占历史街区总面积的 41.8%，

历史城区面积的 11.7%；如果去除核心区中非传统风貌的区域，面

积更不足历史城区的 10%。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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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系：以鼓楼为核心，子城为载体，整合历史中心；

以城廓为线索，六门为节点，整合城市边界。

众星拱月，强化历史中心：鼓楼是子城的南门，

历史中心的象征。作为宁波府城的起点，历朝历代，

都以子城为核心，延展格局、辨识方位。历史中心整

合围绕鼓楼展开，通过各种方式对文庙、府学、道署、

县前街、常平仓、库都仓等衙署建筑和制度空间进行

关联隐喻，并对丁字轴街进行改进，增强鼓楼的仪式

感。这种众星拱月式的历史环境整合方法，促使零散

化的历史要素在现代城市的背景中集中抱团，强化历

史中心的空间逻辑，使历史中心能识、可读、有意义。

宝石项链，串联历史边界：城墙和护城河在原址

上延续了千年，六座城门及塘河、关街、渡口、码头

等，构成宁波城廓的丰富性。历史边界整合以城廓为

线索，通过环城路慢行系统，构成“宝石项链”的历

史环境，串联起六座城门纪念场所，城外的南塘河、

西塘河、江厦文化公园、护城河文化公园，城内的延

庆寺等，建立一种体验式的城市文化认知方式，使人

们在行走运动过程中，动态地、系统地、整体地感受

城市边界文化（图 6）。

2.2.2 要素集成：从节点到线路

集成（integration）是一些孤立的事物或元素通过

图 5

城市地图中的历史城区

宁波历史城区文本分析（图

片来源：何依绘制）

4a. 唐城格局奠基

4b. 宋元港市外拓

4c. 明清街巷完善

宁波历史城区风貌现状：支

离破碎（图片来源：同图 4）

图 3

图 4

图 5

图 4c图 4a 图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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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方式改变原有的分散状态集中在一起，产生联系，

从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长期以来，宁波历史

文化名城的保护重心一直局限于文物保护单位。由于

缺少对历史城区整体风貌体系的保护与控制，历史信

息在现代城市空间背景中呈零散状态，使得城市文化

认知度较弱。因此，将历史环境的修复方式从节点转

为线路，找到某些特定的线索串联相互孤立的历史要

素，实现历史信息的空间集成，使这些历史要素在空

间上可达、历史上相承，是重构阅读系统的有效途径。

要素集成之于宁波历史城区，是建立一条文化路

径，化零为整，一线贯通。南起城外的南塘河，穿越

府城七个历史街区，北到姚江岸的江厦文化公园，其

中包括 15 个历史节点空间。文化路径作为一种推介

宣传方式，系统地展示宁波的藏书文化、港埠文化、

名人文化等，也策划出有特色的“集称文化”，如宁

波的“五个天”：天一阁、天主堂、天宁寺、天封塔、

天后宫（图 7）。

2.2.3 街区关联：从封闭到开放

宁波府城内仅存 10% 的传统风貌区，分为七片

历史文化街区，其中核心保护区仅为 0.6 km2，在现

代城市空间背景中呈零散状态，相互孤立，无法关联。

从已修复的情况看，由于总体规模较小，单一的历史

街区修复很难带动周边环境的一并改善与提升，如郡

庙天封塔与莲桥街历史曾是：水月桥下，舟楫繁忙；

延庆古寺，钟声悠远；日湖之上，天封塔倒影婆娑；

采莲桥下，荷叶田田轻舟过。然而现在仅一路之隔，

却作为两个独立的区域，彼此毫无关联。

与此同时，府城内仍有 20 世纪 80—90 年代修建

的 4—6 层的板式楼住区约 30 余片。鉴于这类住区未

来将成为存量发展的旧改对象①，应该选择部分作为

“亲历史街区”，纳入保护与控制的范围，建构传统

街区和现代建筑之间的空间融合与风貌过渡，避免历

史街区成为“井底之蛙”。同时，开放封闭社区，重

① 1979—1990 年，是宁波住房改善运动的集中期。这一时期，历史

城区范围内大部分传统民居被多层住宅替换，现在历史城区内大概

还有35片。这些住宅多为4—6层的板式住宅楼，至今已经30余年，

经过岁月的洗礼，能够较好地融入历史城区，并能作为传统街区和

现代建筑之间的缓冲。鉴于这些区域容易成为旧城更新和存量发展

的对象，建议纳入控制范围，适度更新。

图 6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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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风貌区 关联策略 关联要素 历史街区 类历史街区 相关历史信息 风貌定位 城市功能

城北历史风

貌区
链接 老街水巷

鼓楼历史街区

孝闻历史街区

秀水历史街区

文昌小区

孝闻小区

永寿小区

白衣小区

中山公园

府城建制

市民生活

传统工艺

传统生活

月湖历史风

貌区
织补 类风貌建筑 月湖西历史街区

平桥小区

马衙河南

天一街北

月湖公园
人文月湖

月湖名门
文化高地

天封塔历史

风貌区
集聚 核心地块

郡庙历史街区

郁家巷历史街区

莲桥第历史地段

镇明小区

天封小区

天封塔

延庆寺

观宗寺

城南望族

观宗古寺

莲桥塔影

都市休闲

南门三市历

史风貌区
桥连 高架走廊 南塘河历史街区 尹江三区 长春门遗址

江南水乡

南门三市
传统商业

表 1 宁波府城历史风貌区的建构

塑街区生活，形成片区之间的互动。街区关联之于宁

波府城，是将八片历史街区关联为四个开放的历史风

貌区，通过链接、织补、集聚、桥连四种不同的关联

方法，加强街区之间和街区内外的一体化，并根据每

个风貌区的历史内涵和现状情况，赋予它们各自不同

的风貌特色和城市功能（图 8，表 1）。

3 结语

“后名城时代”的提出，一方面是时间概念，在

历史文化保护制度实施 35 周年之际，城市建设发展

面临着新的转机。在创新发展和新型城市化的国家宏

观形势下，文化遗产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对立角色，上

升为提升城市品质和城市竞争力的战略层次，城市发

展的重心又回到了历史的原点。另一方面也是空间现

象，当我们再一次面对历史城区时，此城已非彼城。

经过大规模旧城改造之后，面对的是现代城市背景下

的历史碎片，历史城区无论是内涵还是表征均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保护的目的与意义、内容与方法也面临

着重新思考。

对于过去：历史是集体记忆的场所，城市的身份证。

对于今天：“美好的城市，使我们愿意在自己的

城市中旅行。”①

对于未来：历史是社会凝聚力的源泉，是城市创

造性和创新性的推动力。

基于以上思考，本文以历史的规定性为基础，探

讨城市空间要素的演化规律，赋予那些非本体、非重

图 8
宁波历史城区规划图之结构

强化：从中心到边界（图片

来源：何依绘制）

宁波历史城区规划图之要素

集成：从节点到线路（图片

来源：同图 6）

宁波历史城区规划图之街区

关联：从封闭到开放（图片

来源：同图 6）

图 6

图 7

图 8

① 2015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主题为“新常态：传承与变革”，中山大学

教授何艳玲的主题报告《大国之城，大城之伤》认为，增长主义的

城市无法解决乡愁，反而带来城伤，其中“美好的城市，使我们愿

意在自己的城市中旅行”，从当代人的视角反思了历史城区保护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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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城市要素以保护价值。同时，以宁波历史文化名

城为例，探索了历史城区在现代城市环境中的建构问

题，从中心到边缘，从节点到线路，从封闭到开放，

通过建构将分散在城中的历史信息进行整体关联，使

历史文脉以一座“城”的方式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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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opsis

1 Practical problems of Historic Urban Areas in China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

door Policy in China in the 1980s, the society entered a 

period of rapid and far-reaching transformation, bearing a 

strong character of ‘time-space compression’. The long-

time agricultural society was since then been confronted 

with the impac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even before the 

beginning of extensive industrialisation in the real sense. 

The multiple transformation processes in the following 

decades have made the urban problems in China distinctive 

and complicated. Usually, existing urban spaces cannot 

accommodate the radical social changes in such a short 

time, and the normal evolution pattern and the internal 

adjustment mechanism have been destroyed. Hence, the 

fragmentation and blurring of the Historic Urban Areas has 

become a common phenomenon in most Fam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ies in China.  

On the one hand there is the fragmentation of urban 

space, as Historic Urban Areas have gradually been 

fragmented into historic city blocks, and the overall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 city is replaced by the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 urban fragments. Consequently, history is 

compressed in the cracks of modern cities, with tradition 

floating in the river of profitable commercial society, 

condensing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a city into a nostalgic 

scenic street. 

On the other hand is the compression of time, as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is replaced by modern large-scale 

buildings, and intricate urban structures are replaced by 

a homogenous order. Places for daily life are omitted, the 

loose pattern of street network is orthogonalised. Due to the 

absence of time layers, most reconstructed historic blocks 

have been degenerated into ‘flattened’ historical scenes.

2 Re-assessment of the conservation values

The current condition of most Fam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ies in China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1982 when they were first designated. When we encounter 

a Historic Urban Area to which we are familiar but has 

experienced extensive changes, we tend to ask the question 

whether or not it should be conserved as an entity. Before 

we answer the question, however, we need to tackle the 

significant issue of re-assessment of the conservation values 

from two aspects. 

One is the study and assessment of integrity. Regarding 

the damage that rapid urban construction has done to the 

integrity of the historic environment, the integrity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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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ains lack inherent relationship.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go beyond the existing model of ‘major architecture 

conservation’, to search for the integral structure of the 

Historic Urban Area, and to establish a new conservation 

method which can be called ‘systematic conservation’.

The second shift should be from ‘object conservation’ 

to ‘morphological control’. Although many historic cities 

in China have experienced more than 30 years of rapid 

expansion and large-scale redevelopment, many Historic 

Urban Areas are still clearly recognisable against the modern 

sections. For example, in most cases, we can easily point 

out the position, delimitation and route of the city wall even 

if it no longer exists. No matter how the city develops, the 

urban fabric within the city wall continues to be a distinctive 

historic section and the source of the city’s memory. In this 

sense, it is important to go beyond the ‘object conservation’ 

mode and shift towards the ‘morphological control’ mode by 

establishing the concept of ‘system’ or ‘unit’ of historic space 

and implementing controlled renovation in limited ranges.

4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the Ningbo Historic Urban 

Area

The Historic Urban Area of Ningbo can be taken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ic Urban Area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urban 

settings. The historical information scattered in the city is 

correlated and reorganised as an entity from the centre to the 

periphery, from nodes to tracks, and from enclosed spaces 

to open spaces, making the city live on as a part of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ranslated by Gu Xinyi and Li Yingc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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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 Urban Area should not be assessed merely by the 

scale and amount of historical remains. Rather, it is more 

related to the existence of the integral structure of history. 

In China, though many Historic Urban Areas possess certain 

scales of historic spaces and certain amounts of remains, 

they are not able to form integral structures of the history, 

and thus do not match the concept of historic ‘city’ in the 

real sense. Therefore, these urban areas can merely be 

regarded as the fragments of the historic environment. By 

contrast, some Historic Urban Areas do not possess large-

scale historic blocks, yet they have preserved clear historical 

city axes and street pattern. Sometimes, the city walls no 

longer exist but their traces are apparently recognisable, and 

historical city centres still act as significant references for 

spatial orientation. Such Historic Urban Areas, thus, still 

bear the value to be conserved as a whole.

The other is the study and assessment of authenticity. 

The authenticity of Historic Urban Areas is a complicated 

phenomenon. Throughout history, cities were reconstructed 

upon cities; new ones were replacing the old ones. Thus, 

‘history’ includes not only the physical elements laid out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city, but also the ‘substitutional 

elements’ in the following periods. The presence of history 

makes the substitutional elements another form of prototype 

in the temporal dimension. For instance, when a city wall 

is demolished and the materials are used to reclaim the 

city moat into a wide street around the city, its role as a 

controller of the city space is still important. Such way of 

urban construction still keeps the city’s original physical 

form. Therefore, although specific physical elements are 

replaced, the overall structure remain unchanged and could 

be regarded as a meaningful remain of the original stage. 

3 Shifting to the integrated conservation method

After the large-scale urban redevelopment in China, 

most Historic Urban Areas have lost their overall urban 

structure and well-proportioned urban fabric. This situation 

calls for the exploration of a new method of integrated 

conservation, shifting the current mode of ‘urban heritage’ 

conservation to ‘heritage city’ conservation. 

The first shift should be from ‘major architecture 

conservation’ to ‘structural association’. The urban heritage 

conservation mode in China has long been based on the 

‘four boundaries’ method borrowed from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selecting merely the significant buildings/sites 

for conservation. Due to the neglect of ‘non-significant’ 

parts of the urban space, the continuity of historical space 

is interrupted, and the historic context of a city cannot 

be recognised and understood any more, as the historical 


